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彭胜权教授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黄丽丝  邓雪珍

一、采访时间

2009年9月29日
二、采访地点

彭胜权教授家中

三、人物简介

彭胜权，男，1939年12月生，我校首席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；曾任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》主编，中国中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，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热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；1993年被广东省政府授予“广东省名中医”称号，省重点学科带头人。从事温病教学与研究，首创的“温病学科教、医、研三位一体新体制”1993年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。“岭南温病理论研究与临床系列研究”获得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。主编《岭南温病研究与临床》、《中医生手册》、《中医急症使用手册》；参编《中医大辞典》、《中医名词术语选释》、《中医学基础》等；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。培养博士14名。

记：1958～1964年您在我们学校就读时，环境是怎样的？当时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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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：我们学校是1956年周总理亲自批准成立。1956年成立，当时很仓促，为什么呢？国务院是1956年8月6日批准成立广州中医学院，9月16号卫生部才同意开办中医医疗专业，当时只有一个专业，所以我们56级当时的学生还比较迟，10月份才来学校报到的，56﹑57级当时因为刚刚成立，都在现在的大德路省中医院后面的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，在那个学校那里借地方学习，因为当时很迟确定成立学校，所以还没有地方。那所学校是1924年开始办学，规模很小，是广州市中药行和香港8个中药行集资私人办的。我们学校当时1956年成立的时候就借它的地方，我们56﹑57级的学生都在那里生活上课。他们当时的条件很艰苦，因为那个中医药专门学校是私人办的，只有6000平方米，校舍加上课室。后来到了1957年，广东省才划了三元里这一块地建我们学校。我是1958年8月份来这个学校报到的。我入学的时候这个学校还在筹建阶段，当时这里只有一栋教学大楼，这栋教学大楼现在已经拆掉了，就是现在的综合楼原址，原来那栋教学楼只有四层楼高。一栋学生宿舍，就是教学楼旁边的。一个餐厅，现在已经拆掉了，就是现在礼堂对面那个地方。两栋教工宿舍，这两个教工宿舍现在都已经撤掉了，重新盖过。大概我进校的时候就是这么多房子，这么多教学生活的地方。这里后来也慢慢地扩大，也有300多亩。原来这里很小的，现在那个喷水池的地方，原来都是稻田。就是因为当时国家批准得很晚，当年还要招生，还要征地，还要找施工队，还要钱，所以很匆促。但我们算是比较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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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，我们一进校就是新校舍，刚建好，所以有住的地方，有吃饭的地方，老师也有两栋教工宿舍，职工都有得住，有栋教学楼。后来56，57级的都搬了进来。因为那个时候在校学生不多，56级第一届只招了120人，57级只招了60人，我们那一届招得比较多，200多人，加在一起才300多人，所以那个学生宿舍就可以了，男的女的都住在同一栋楼里。读书的地方有了，但还没有运动场啊。我们上体育课，主要是打太极拳，但是上面要求增加跑步的场所，我们没有运动场，后来怎么办呢，我们就在现在的机场路跑步，那个时候的机场路没有现在那么宽啊，也没有那么好啊，过去的机场路两边都是农田啊，也没有几部车经过，所以我们就在那条路上跑。后来我们学校要建个运动场，就是现在的足球场。足球场当时还是几个山头来的，都是我们这些56﹑57﹑58这3届学生加上职工自己动手，把现在动动场有一个叫白米岗的地方铲平，就是靠这么多学生劳动才建成一个运动场。现在水塔的那个地方以前也是一座山，也是我们搬平的。我们进来以后就是1958、1959年。到了1959年物质就紧张啦，到了1960、1961、1962就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。当时国家很困难，根本没钱建设，那运动场总要建，学生总要运动，所以就要自己动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中医学院当时没有教材。1956年全国成立4家中医学院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。大家都是新办的，都没有书，因为这是国家第一次办中医学院，没有教材。当时来不及啊，学生多，要印成一本书很困难，那么这些老师就临时编教材，当时都是用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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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版，刻一张，今天发到你手上，今天上课就上这一张，到下一次上课又发一张，所以我们叫它发传单，当时我们那个教材都是一张一张的。上完课，那本教材就出来啦。所以当时我们还以为大学都没有教材，大家都是发传单油印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。那时候的纸张都是黄黄的，很薄。油墨印上去的字迹都比较模糊。到了1962年国家才有了第一版的中医教材，那是把全国4所中医学院老师的教材集中在一起。1962年编，1963年才拿到书，因为还要印刷。那时的教材质量很差，因为当时经济困难。
记：到1964年那个时候又怎样？
彭：到1964年情况有所改善。我们学校也有好转，学生的生活也有好转。我们教材是1962是第一版，到1965年第二版教材，因为有了一二版教材，教学都比较正规了，教学质量也能保证。我们学校也建了现在的办公楼楼，有了那栋大楼，我们的教学条件都得到了改善。
记：那最深刻的事情是？
彭：一个就是建了体育场所，没有活动地方，靠自己来建。第二个就是没有教材，只有传单。第三个老师上课都大多讲广州话，那是很麻烦的，我是外省人，所以一开始听不懂，有两三年听不大懂，就是靠看书。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当时1962年第一届毕业，就是56级的，他们6年的，所以1962年毕业。1962年毕业的时候，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搞了一个拜师大会，就是在他们毕业的学生中挑了一批学习比较好的，有培养前途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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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跟广州名老中医结成了师徒的关系，当时大概有20几个人拜老中医为师。1962年的毕业生就有拜师。我们的熊曼琪教授，她现在在伤寒教研室，她拜的是刘赤选，刘赤选他是我们学院教务处的副处长，也逝世啦。脾胃所的劳绍贤教授，他的指导老师是邓铁涛教授。这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。我觉得中医读书就是打个基础，更重要的是后面得临床实践，一定要跟着老师去学，所以就有这个拜师活动。当时把这些老中医请到中医学院来，有我们学院的老师，也有不是我们中医学院的老师，总之是在当地很有名的。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培养这一批接班人是很有用的。我们1964年一毕业，就要我们这一届留校毕业生通通去搞“四清”，我们整整搞了一年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10年，到了1976年又打倒“四人帮”，后来九几年国务院又再搞了拜师活动。
记：您在我校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几乎都是在文革时期，这对您的教学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？在这一段时间，您觉得是一些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事情让您最难忘？
彭：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影响不大，这是我最优越的条件。为什么影响不大？第一个，我没有到处去造反，去打砸抢，我没做这些事情。第二个，我这个人比较重视临床。文化大革命虽然学校停课，但是我没有停止工作。1966年5月16日，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“五一六通知”，全国就搞起了文化大革命，搞大串联。就引起了流行性脑膜炎，那是在1966年10月，我参加了这个防止流脑的工作，还有三元里的老师，有刘仕昌﹑欧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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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以中医为主，中西医结合。当时我们治疗了402例，仅仅死亡2例，这说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是有很好的效果。到了1967年4月，病情得到了控制，控制之后我就要马上下乡。因为乡下也有，我到了新兴县，病人也有几百人。我们一个医疗队到那里搞了3个月才把它控制。我搞流脑搞了很久。后来为什么我搞温病，就因为这些，我才研究温病，能治急病，治重病，这是我选择温病最重要的原因。因为我自己参与7个月的防治流脑活动。
记：这期间学生一直在停课，那什么时候恢复上课？
彭：1968年学校在乐昌九峰山那里，办了一个“六二六试点班”。招了30个学生，那里的学生水平不是很高，那时想招高中生招不到，只招到初中的，特别是高小的，也有几个解放军战士，也有一些工农兵。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自己做饭，砍柴，刻钢版编教材，上课。所以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办学就是办这个试点班。后来到了1970年，省卫生厅要我们办西中班（西医学习中医班）。为什么要办西中班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从60年代到70年代，毛泽东讲了一个“六二六指示”，号召医生到农村去，为贫下中农服务，提倡用一根针，一把草，就是用针灸用草药治病。所以急需办西中班。当时招300人，我就从试点班调到西中班跟他们上课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在学院办的班。当时来的很多都是西医的主任主治，四五十岁的，他们文化程度很高，但他们很刻苦学中医。1971年我带他们到江门新会去实习，虽然我比他们年轻，但他们都很虚心。从1971年底开始招了第一届的工农兵学员。这些都是以贫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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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为主，那是推荐上学的。后来就有72﹑73﹑74﹑75级的工农兵。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，才恢复招生。1977年正式招收了第一批高考入学的学生。所以1976年前面的办学是短学制的，都是学3年，不是很正规。但是有个好处，学生跟老师的关系都很好。因为我们都是编成连队，3年来我们都跟学员在一起，除了住我们不在一起，但吃饭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上课在一起，临床在一起。我跟72级留在学校的老师关系都很好，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。虽然那些工农兵基础不太好，但后来他们都回读，再读两年，拿了本科，最后不少考上了研究生。这里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师生关系很密切，不像现在，老师上完课就走，见不到老师，跟老师交流少。那个时候到那都在一起，老师都跟学生打成一片，有问题随时问。临床主要带他们去实践，到处去实习。那个时候就是实践多，不像现在实际少。但缺点就是读书的时间少了，没有现在读书时间那么多，现在上课多，过去顶多28门课，现在30几门。过去学校都是到下面去，到农村去，师生见得多，农民也很欢迎。这就是文革中的事情。
记：能谈谈您成立温病教研室的过程吗？
彭：温病教研室是这样子的。温病课一早就有的，温病教研室从1956年开始一般的学校都有，但当时不叫温病教研室，是叫伤寒温病教研室，伤寒温病在一起。一直到1964年，都是伤寒温病教研室，当时的主任是刘赤选。但文革中就只成立一个中医基础教研室，我是副主任，当时就是把一些老师调过来，当时教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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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力量很强，有16位老人家，包括内经﹑伤寒，温病，金匮，医史，各家学说，中医诊断，都在这个教研室。后来到了1976年10月才成立温病教研室，因为学生多了，忙不过来就独立出来了，成立了中基教研室，中医诊断教研室，伤寒教研室，温病教研室，金匮教研室，各家学说医史教研室等，但是分家之后教研室只有6个人，但现在温病教研室有16个老师。作为教研室来讲，过去来说一直把伤寒温病金匮都做成基础，但我做中基主任时，我十分体会到中医一定要跟临床实践结合。我从1974年开始，就一直跟当时的学院党委打报告，老师要去医院，还要把学生带到医院，因为我前面闯荡不是在附院。一直到1985年，每年都打，1985年才同意到病房去。1988年才找到我们的临床阵地。没有临床阵地，老师就没有临床水平，他们是读了书就是到教研室，就是到教学，没有临床，也没有临床经验，后来有了临床阵地，一切就改善了。从1988年到现在，也搞了21年，这样就发展快了，我们研究的课程也多了，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奖，就因为我们到临床去。成了省的重点学科，后来成了国家重点学科，省的精品课程，后来国家的精品课程。没有临床你什么也当不成，你怎么去拿课题，拿了课题你也不一定拿奖。
记：这就是您说的“老师要做榜样，特别是重视临床，多实践，千万不能做空头理论家”的体现？
彭：我一直觉得中医学院的学生，从事临床专业的，一定要早临床，多临床，反复临床。学生就要做到这一点，出来做医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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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要去接触临床，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临床家，中医才能有出路，所以我一直很强调一定要多临床。
记：能跟我们谈谈2003～2004年抗非典那一段时间的事情吗？
彭：每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都有参加。1966年10月份的流脑，当时领导未派我去，还是我自己争取去，但也有很多人不愿去，因为那是很冒险的也很辛苦的，24小时都要值班。后来到了1978年，登革热出现，佛山最早收治。这个病我们国家已经40多年没有发生。改革开放大门打开了，很多华侨回来就带了进来，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带回来的。带进来以后大家都没有免疫能力，一下子就很厉害。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因为40年没见过，西医也没经验，这什么病啊，发烧一直不退，周身骨头痛，又皮肤出血点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病。佛山市中医院收了很多人，它也搞不好，就请我们去，因为我们是搞温病的。我就带了3个人去住在那里。我们管了一个病区20张床的，他们管其他的。我们可以去会诊，但是我要执行中医治疗，他们用什么药我不管。我们一共收了50多个病人，全部治好，就是用中医的方法。他们那边我们也去看了，有两例死亡，因为是登革热出血重症。第三次就是2003年的非典。这个病传染性强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诊断出来，后来联合国诊断出来的。一开始是高烧，肺部炎症十分严重，很快就整个肺部病变，叫白肺。呼吸很困难，很快就呼吸衰竭，死亡。我们会诊的38个病人有37个都痊愈。中山二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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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病院，中山三院，省中医院都是最厉害的，但都有医生护士感染，中山二院医生护士感染的不少都住在那个孙逸仙楼病房，当时的院长找到一附院中医老大夫去会诊，医院派我去了，绝大多数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恢复了健康。后来我们一附院治疗60多人全部治愈，医护人员没有感染，学生也没有感染，零感染零死亡。这些就说明要好好学习中医，尤其是温病，对治疗疾病是多么的有效。多临床实践，对这重大病患，要勇于尝试。不是中医治不好，而是你敢不敢治。
记：谢谢教授您接受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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